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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研究:综述与展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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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摇 要:关于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的解释,学界主要有过失说、故意说和混合说 3 种观点,司法实践

中也观点不一,有同案不同判现象。 这 3 种观点均有值得反思之处。 在立法未修改之前,为避免刑

法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被架空,从而有违罪刑法定原则,当下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之应然解释应采

更加接近刑法正义的故意说。 今后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研究应从解释论和立法论两个维度展开。
前者要进一步研究刑法第 15 条第 2 款“法律有规定冶的法律内涵,后者则要在比较法研究的基础

上对是否处罚过失犯、过失犯是否应明文予以规定、过失犯法定刑应如何设置等 3 个问题展开立法

完善研究。
关键词:污染环境罪;主观要件;故意说;过失说;混合说

中图分类号:D922. 6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:A摇 摇 摇 文章编号:1671 4970(2018)06 0069 06

摇 摇 2011 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(八)》
(以下简称《修八》)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正为

污染环境罪。 关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要件

虽有争议,但学界主流观点是过失,实务界亦同。 故

意说和混合说等少数派观点对司法实践影响不大。
《修八》出台后,“事故冶等过失犯罪的文理依据被删

除,虽仍有学者坚持过失说,但不少学者转向故意

说,同时也出现了有相当影响的双重罪过说、模糊罪

过说等诸多观点。 众多学者参与了污染环境罪主观

要件的论战。 据不完全统计,2011 ~ 2017 年,共发

表以污染环境罪为主题的学术论文 299 篇,其中多

数论文作者参与了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的讨论。 学

者们的观点针锋相对,争议颇大。 理论界聚讼不止

的学术争议,对司法实践产生不利影响。 在法院裁

判文书中,关于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,有法官明确认

定为过失淤,有法官认定为故意于,有许多法官回避

论述这一问题[1],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。 在各种学

说莫衷一是、司法部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,关于污染

环境罪主观要件的理论争议的症结与本质究竟何

在? 当下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应如何解释? 下阶段

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的研究应向何处去? 笔者认

为,于此阶段,系统梳理、归纳与分析相关学术成果,
反思学术研究中的问题,对于减少理论分歧、形成理

论共识、明确未来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

意义。
关于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,在解释论上主要有

过失说、故意说和混合说盂等几种学说。 笔者拟综

述各种学说的主要主张及其理由,然后揭示隐藏在

各种学说背后的相互冲突的价值追求与基本立场,
阐述当下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之应然解释,并在此

基础上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,以期能够对污染环境

罪主观罪过形式问题的解决有所增益。

一、过失说的观点及其理由

过失说主张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只能是过

失,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排放、倾倒或者处置有放

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有毒物质或者

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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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,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,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

能够避免[2鄄3]。
过失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理由:淤从罪过的认

定标准看,该罪的主观要件只能是过失。 根据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 14 条和第 15 条之规定,在司

法实践中,故意和过失的认定应采用结果标准说,即
根据行为人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认识因素和意思因

素来确定。 行为人虽然对排污行为的心理态度可能

是故意,但对于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却是过失的心

理态度[4]。 于如果行为人对严重污染后果持明知

的态度却仍然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,则可

“借道冶我国《刑法》第 114 条和第 115 条第 1 款规

定,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论处[5]。 盂根据罪责刑相适

应原则,该罪的主观要件也只能是过失。 该罪有两

档法定刑,第一档法定最高刑为 3 年有期徒刑,第二

档法定最高刑为 7 年有期徒刑。 其法定刑设置与其

他过失类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并无不同。 如果污染环

境罪的主观罪过可以是故意的话,与法定最高刑仅

为 7 年的设置不相匹配,既达不到刑罚惩治目的,也
与罪刑罚相适应原则不符[6]。

过失说主张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,一些法官虽

然将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认定为过失,但仍然认为构

成污染环境罪。 例如在孙某某污染环境案淤、潘某

等污染环境案于以及樊爱东、王圣华等污染环境案盂

中法院认为,行为人对严重的损害后果本应预见,但
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,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

避免的,构成污染环境罪。 在隆某污染环境案中,广
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,被告人隆某在经营

生产中排放未经处理的含重金属锌超标的废水,尽
管其主观上虽不存在故意,也并不希望损害后果发

生,但其认为排放含重金属超标的废水的行为不会

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而为之,主观上属于过失,
过失犯罪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榆。

二、故意说之主张及其理由

故意说认为,该罪的主观要件只能是故意,过失

则不构成本罪。
学者们主要基于以下理由而主张故意说:淤从

罪刑法定原则看,该罪的主观要件只能是故意。 我

国《刑法》第 15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,过失犯罪,只有

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。 《修八》出台后,“事
故冶等过失犯罪的文理依据被删除,因此,在刑法没

有规定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为过失的情况下,其
主观要件只能是故意。 过失说或混合说,均有违罪

刑法定原则[6]。 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修改为

污染环境罪后,环境法益成为独立的刑法法益。

“只有当过失行为直接或者间接侵害了他人生命、
身体,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严重违反注意义务造成法

益侵害时,才有可能确定为过失犯罪冶 [7]。 根据刑

法谦抑性原则,过失行为仅仅导致环境严重污染,但
未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法益时,不应追究刑事责任,
但可以追究相应过失行为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

任[8]。 盂所有过失犯罪均须有对应的故意犯罪存

在,而故意犯罪不必有对应的过失犯罪存在[9]。 若

以“举轻以明重冶的刑法原理来论证“刑法规制过失

的污染环境罪,必然规制故意的污染环境罪冶,就会

出现故意犯与过失犯规定在刑法同条同款,并具有

完全相同的法定刑和罪名之情形,这不符合我国的

立法惯例和刑法原理[10]。 榆如果将污染环境罪的

主观要件判定为过失,那么污染环境罪就不存在共

同犯罪的问题,但这是难以为人所接受的[9]。 事实

上,污染环境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已对污染环境罪的

共同犯罪作了明确规定。

淤参见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(2017)辽 14 刑终 141 号

刑事裁定书。
于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(2016)粤 01 刑终 959 号刑

事裁定书。
盂参见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(2013)淄刑一初字第 39 号

刑事判决书。
榆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(2016)粤 01 刑终 299 号刑

事裁定书。
虞参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(2015)镇环刑终字第

00002 号。 该案中被告人张某甲、李某某系句容市葛村镇荣盛防水

材料厂的经营者,自 2011 年 11 月至 2014 年 4 月,在该厂内以营利

为目的,违反国家规定,在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,为
他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。

当然,故意说内部对如何认定故意也存在不同

意见。 一种意见认为,根据张明楷教授提出的客观

的超过要素理论,污染环境罪是一种具有双重危害

结果———“危险状态+严重污染环境冶的犯罪,其中,
严重污染环境之结果只要行为人对其有预见可能性

即可,无须成为认识和意志的对象。 换言之,行为人

只要具有非法排污之故意,以及对严重污染环境之

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,即可认定其主观上存在故意

之心态。 另一种意见认为,污染环境行为是故意为

之,并不能证明污染环境罪是故意犯罪,只有证明行

为人对于污染环境行为的结果存在故意心态,才能

证明污染环境罪是故意犯罪。 行为人在违反国家规

定排放、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时,对严重污

染环境的结果显然是可以预见并且存在希望或者放

任的意志要素的[11]。
故意说同样影响了司法实践。 在审判中,部分

法官认为,该罪主观罪过只能是故意。 例如,在张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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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、周某某等污染环境案虞、张茂玉等非法处置危险

废物构成污染环境罪案淤以及宋友生、李伯庆、轧乃

鹏、赵有全、杨德志、轧乃明污染环境案于中,审判法

官从刑法条文与司法实践的角度阐述了污染环境罪

为故意犯罪的理由:首先,根据《刑法》第 338 条的

规定,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均为故意行为,无任何阐述其

为过失犯罪的表述。 其次,司法解释对污染环境罪

的共同犯罪情形进行了规定。 由于共同犯罪是指共

同故意犯罪,因此可以推导出该罪系故意犯罪盂。
最后,实践中,行为人对此类行为导致严重环境污染

的后果均是具有预见性的。

三、混合说之主张及其理由

混合说认为,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既可以是

故意,也可以是过失。
学者们持混合说的理由主要有:淤重大环境污

染事故罪罪过形式为过失。 该过失仅是指行为人对

该罪的后果所持的心理状态,至于对非法排污行为

的心态是故意还是过失在所不问。 在污染环境罪的

罪状表述中,在作为过失犯罪的文理依据———“事
故冶一词被删除后,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得以明

晰,即该罪罪过形式不再仅限于过失,故意也可以成

为其主观要件。 该项修改使得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

得以完善[11]。 于2013 年两高“关于办理环境污染

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冶 (以下简称

2013 司法解释)不仅新增了在故意支配下实施污染

环境的行为,且保留了 2006 年“两高冶关于环境污

染司法解释中过失行为罪状描述的模式。 这进一步

明晰《修八》后本罪仍为双重罪过[12]。 盂《修八》的
修改是为了满足环境保护形势,增强刑法的可操作

性。 如果主张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不能由过失构

成,则意味着在《修八》前可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

论处的行为,在之后却不能以污染环境罪论处,可能

会得出《修八》关于刑法第 338 条的修改实际上提

升了主观罪过门槛的结论。 这显然不符合修法精

神。 榆从处罚必要性上看,过失污染环境的案件时

有发生,如果否认过失可以成立污染环境罪,则意味

着上述案件即使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的实害后果的,
也不能以污染环境罪论处,明显不合适。 虞从国外

相关立法看,多数国家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要件包

括故意和过失。 愚我国刑法中,故意犯与过失犯规

定在刑法同条同款,并具有完全相同的法定刑和罪

名有先例可循。 例如,食品监管失职罪(第 408 条

之一)涉及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两种情形,无疑包

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[13]。
陈洪兵教授持模糊罪过说。 他认为,无论是处

于故意还是由于疏忽大意的过失,只要行为人对污

染环境的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,就构成污染环境罪。
模糊罪过说实质上也是一种混合说。 陈洪兵教授进

一步论证了处罚过失犯的必要性:法定犯时代不同

于自然法时代,刑法条文对于法定犯罪过形式与自

然犯相比在量刑上的区分不大,因此区分罪过形式

没有意义,反而不利于提高打击法定犯犯罪效率。
对于污染环境罪的单位犯罪而言,单位高层管理人

员通常具有监督的过失责任,而直接排放人员则具

有故意排污的责任。 若罪过的单一形式,则不能有

效地对单位犯罪进行追究。 此外,该说关注了《刑
法》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对于认定污染环境罪主观要

件的影响。 但是不同意故意说所强调的“文理规定

说冶,事实上采实质说的立场[14]。 也有学者试图从

另一个角度来解决《刑法》第 15 条第 2 款与混合说

之间紧张关系:“1997 年《刑法》第 3 条‘法律明文

规定为犯罪行为的,依照法律定罪处刑爷的规定已

经表明,只要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的,均应当依照法

律定罪处刑,这使得 1997 年《刑法》第 15 条第 2 款

的规定已经失去意义[15]。冶

淤参见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(2015)镇环刑

终字第 00002 号。 被告人张茂玉等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构成污染环境

罪案,即 2011 年 11 月张茂玉等人非法处置从上海铁路机务综合开

发有限公司南京机务分公司运来的 7 余吨废机油;2012 年下半年张

茂玉等人非法处置由益云晖委托加工处置的废重油 36. 353 t,因执

法机关的查获,另有 13. 647 t 废重油未能处置;2014 年 3、4 月,周小

林非法委托张茂玉等人处置废重油 52. 427 t。 二审法院认为污染环

境罪系故意犯罪,行为人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,仍向其提供

危险废物并委托处置,严重污染环境的,以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论

处。 被委托人已经着手处置危险废物,但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造

成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的,对其未能得逞的部分,应认定构成共同犯罪

未遂,对委托人和被委托人均应以污染环境罪未遂处罚。
于参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(2014)一中刑终

字第 78 号。 该案中被告人李伯庆在明知被告人宋友生没有处理废

酸资质的情况下,仍持续向被告人宋友生提供被告人李伯庆经营的

废酸。 被告人宋友生先后雇用被告人轧乃鹏跟车,被告人轧乃明、赵
有全将废酸倾倒在北辰区大张庄镇南麻疽村村南 205 国道北侧的明

渠内,造成渠内水体污染。
盂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

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七条规定: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

许可证,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物,严重

污染环境的,以共同犯罪论处。
榆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(2016)粤 01 刑终 1480 号刑

事判决书。

(2016)粤 01 刑终 1480 号姚某污染环境案榆

中,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,在量刑时,应
当充分考虑其排放的污染物类别、污染物排放的区

域和危害后果、生产规模,以及主观方面为过失等因

素,选择适用的刑罚,使罪责刑相适应。 该法院主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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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包含故意与过失,在量刑时

应当区分对待。 (2016)鄂 03 刑终 58 号十堰市驰迈

工贸有限公司、古某污染环境案淤中湖北省十堰市

中级人民法院认为,从立法本意来看,污染环境罪既

可以是结果犯,也可以是行为犯,也就是说只要行为

人非法排放的污染物浓度达到了法定的认定标准,
不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构成污染环境罪。

四、理论反思与研究展望

1. 理论反思

对于过失说,笔者认为,该说在以下几方面值得

反思:淤《刑法》以处罚故意为原则,以处罚过失为

例外。 尽管刑法所规定的过失犯已大大增加,但是,
《刑法》第 15 条第 2 款并没有被立法机关废止。 在

刑法分则罪名未明文规定过失犯罪的情况下,忽略

了《刑法》第 15 条第 2 款对于认定分则罪名主观要

件的影响,理论论证形式上欠缺严谨性,实质上则可

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。 于过失说认为,若行为人对

于污染危害结果持故意心态,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论

处。 但是,投放危险物质罪与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

益并不相同。 前者的保护法益是公共安全,后者则

是环境法益。 如果行为人非法排污之行为仅造成环

境法益侵害,但并没有侵害公共安全,就无法“借
道冶投放危险物质罪对行为人进行处罚。 例如,假
设行为人非法排放危险废物并严重污染了荒无人烟

的沙漠。 该行为人的行为显然尚未侵犯到不特定多

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,则该行为就不构成投放危险

物质罪。 盂用法定刑倒推主观要件的研究方法也有

疑问的。 认为法定刑与其他过失犯的法定刑相一

致,即可得出满足了《刑法》第 15 条第 2 款所规定

的“法律有规定的冶条件,显然难以让人信服。
对于混合说,持该说的多数学者也忽略了《刑

法》第 15 条第 2 款对于认定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的

影响,他们认为,既然《刑法》第 338 条之规定没有

明文规定主观要件为故意,也没有明文规定过失,则
主观要件可以理解为既包括故意,也包括过失。 笔

者认为,他们同样犯了前述过失犯说的错误。 在持

该说的学者中,也有个别学者认识到《刑法》第 15
条第 2 款对分则罪名主观罪过认定的影响,但是,处
理的路径却有所不同。 一种路径是否认《刑法》第

15 条第 2 款的效力。 如前所述,有学者认为,《刑
法》第 3 条“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,依照法律

定罪处刑冶的规定已经表明,《刑法》第 15 条第 2 款

的规定已经失去意义。 该观点存在的疑问是:《刑
法》第 338 条明文规定过失可以构成污染环境罪了

吗? 显然没有。 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,正应当

依据《刑法》第 15 条第 2 款的规定来认定是否成立

犯罪。 可见,两个法条之间并不相互矛盾,否则,第
15 条第 2 款规定完全可以不予规定或者予以废止。

淤参见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(2016)鄂 03 刑终 58 号刑事

裁定书。 被告单位十堰市驰迈工贸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古某明知该

厂操作污水处理设备的工人赵某在新厂区调试设备,老厂房无人能

操作污水处理设备,仍安排工人潘某等人在老厂房内,在未运行污水

处理设施的情况下进行电镀生产,造成电镀废水未经处理非法外排,
被十堰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当场查获。 经环保工作人员现场采样,十
堰市环境监测站分析检测,并报湖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审查,该公司

排出的电镀废水中重金属严重超标。

另一种路径是承认《刑法》第 15 条第 2 款的效

力,但对该款中的“法律有规定冶作出新解释。 对于

如何刑法第 15 条第 2 款中的“法律有过失冶? 主要

存在 3 种学说:淤明文规定说。 该说认为,只有当法

律条文明文规定过失构成犯罪的,该犯罪才属于

“法律有规定冶的过失犯罪。 于文理规定说。 该说

认为,法律条文虽然没有明文规定,但条文中有“疏
忽冶“失火冶“严重不负责任冶“事故冶等表述时,就属

于“法律有规定冶的过失犯。 盂实质规定说。 过失

行为只要有处罚的必要,符合刑法法益保护之目的,
即使没有“明文冶或“隐含冶规定,也应认定为“法律

有规定冶 [16]。 张明楷教授认为,仅以符合法益的保

护目的或符合处罚必要性为由,将“法律有规定冶理
解为“法律有实质规定冶,则必然会架空罪刑法定原

则,致使过失犯处罚的泛滥。 所以,文理规定说是目

前的通说。 但是,也有者提出质疑:“文理规定说冶
通过形式主义来判断罪过形式,抽离了实质主义的

机制功能,不过是一种循环论证[17]。 不能仅以所谓

“文理规定冶为据确定具体罪名的罪过形式,而需更

为实质的理由[14]。 但是,更为实质的理由是什么,
模糊罪过说并没有阐述,还是仅仅指处罚必要性。
若认为有处罚必要性,就可以推导出 “法律有规

定冶,并必然架空了《刑法》第 15 条第 2 款之规定,
从而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。

对于故意说,仍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的是:淤“文
理规定冶是否进行广义理解? 不仅应当从“文理冶的
角度,即条文中有“事故冶 “严重不负责任冶等表述,
是否还应当从“事理冶,即犯罪的性质上看是否属于

法律有规定? 例如,《刑法》第 331 条所规定的传染

病菌种、毒种扩散罪,条文中并无“事故冶“严重不负

责任冶等表述,但从犯罪性质等“事理冶看,该罪仍属

于过失犯罪。 若既无法从法条的“文理冶或“事理冶
(犯罪的性质等)中能判断其为过失犯罪的情形,根
据罪刑法定原则,只能处罚故意犯。 污染环境罪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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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。 于在故意的认定上也需作进一步研究。 行为

人故意非法排污,但是对严重污染结果存在持过失

心态的可能。 此时若根据行为标准说认定为故意,
的确有违背《刑法》第 14 条第 1 款规定之嫌。 若根

据张明楷教授所提出的客观超过要素理论,将严重

污染结果作为客观处罚条件,可以认定为故意。 但

是,“客观的超过要素仍然属于犯罪构成的内容,而
不是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内容,不是所谓的客观处

罚条件冶 [18]。 “客观要件不体现行为人的主观罪过,
应仅限于独立于实行行为之外的客观要件,凡是实

行行为及其结果,都必须被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所涵

盖,这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我国的刑法理论中,都
是肯定的冶 [19]。 周光权教授针对此类问题,提出了

主要罪过说:首先从“事实上冶确定这些特殊犯罪中

的行为人究竟有多少个罪过:然后从“规范冶意义上

确定在这些罪过中,哪一个是次要罪过,哪一个是主

要罪过,最终确定的这个主要罪过就是这些特殊犯

罪的罪过形式。 但是,区分主要罪过与次要罪过之

标准又是什么? 它的法定依据又是什么? 等,这些

问题均需作进一步研究。 盂故意说所主张的“对于

过失犯的处罚,是否仅限于直接或间接侵害生命、身
体法益或国家工作人员严重违反注意义务造成法益

侵害冶的观点,至少从立法论来看是难以成立的,因
为许多国家污染环境犯罪立法都规定了过失犯罪。

故意说、过失说和混合说均有不足之处,笔者认

为,在立法未修改之有,为避免罪刑法定原则被架

空,故意说更加接近刑法正义,应为当下污染环境罪

主观要件之应然解释。
2. 研究展望

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问题,既是一个解释论问

题,也是一个立法论问题。 因此,今后污染环境罪主

观要件研究也应当沿此两个方向展开。 解释论视野

下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问题的焦点问题,仍然在于

如何理解《刑法》第 15 条第 2 款“法律有规定冶? 是

坚持“文理规定说冶抑或是“实质规定说冶? 笔者认

为,应当从以下 3 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研究:淤加强对

日本等国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研究。 关于过失

犯的处罚,日本也面临着与我国几乎相同的问题。
日本《刑法》第 38 条第 1 款规定以处罚故意犯罪为

原则,同时该款但书规定:“法律有特别规定的,不
在此限冶。 不过,司法实践中,在没有处罚过失的明

文规定的场合,也出现处罚过失犯的判例。 对于上

述判例,日本学界观点不一。 板仓宏教授认为,“即
使没有明文规定,对可以肯定符合该法则规定的过

失犯构成要件之情形,也可以肯定过失犯处罚冶。
但是,山口厚教授认为,“除了通过法律条文的解释

能够推导出来的场合外,肯定处罚无明文规定的过

失犯这一点,从罪刑法定主义的见地来看是有疑问

的冶 [20]。 通过对日本等国相关学说和判例的梳理与

分析,对我们如何解释“法律有规定冶应当有一定的

借鉴意义。 于刑法解释不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,这
是一项坚定不移的铁律。 但是,罪刑法定原则之内

涵也并非一成不变,它已从早期的绝对罪刑法定原

则演变为到现代的相对罪刑法定原则。 绝对罪刑法

定原则建立在个人自由与人权保障观念基础之上,
其根本宗旨在于保障人权,增强社会安全感。 而相

对罪刑法定原则则更强调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之间

的平衡,它已从单纯的限制刑罚权发动、保障人权这

一价值取向转变为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双重价值

追求[21]。 但是,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两种价值追求

经常发生直接冲突,如何协调和平衡两种价值追求,
是相对罪刑法定原则必须认真解决的难题。 《刑
法》第 15 条第 2 款中的“法律有规定冶的解释正是

这样一个难题。 为解决该难题,必须确立一个优先

原则,必须为实质解释确立一个解释限度。 而这个

优先原则和解释限度的确立,对我国法治建设进程

等基本国情进行考量也许是必要的。 在我国传统法

律文化中,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弱于对社会秩序的追

求,几千年的权力本位传统导致个体观念以及权利

保障意识极为淡薄,国家权力几乎不受任何因素的

制约[22]。 1949 年以后,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

后,权利意识开始苏醒,但是个人权利被要求服从于

社会需要仍然是一种主导文化。 于此背景下,强调

人权保障的优先性,强调文义解释对于目的解释、实
质解释的限制功能,也许有其必然性。 盂如何解释

“法律有规定冶,即故意说与过失说和混合说之争,
特别是故意说和混合说之争,从法哲学上看,其本质

实际上是法条主义与实用主义之争。 混合说借助实

用主义的进路阐释刑法条文,而故意说在对实用主

义刑法解释观展开批判时,也坚守着传统的严格法

治主义。 实用主义与法条主义的冲突源于西方,即
使是今天,相关的理论争论也未停止。 在我国当今

诸多法学理论论战中,也弥漫着实用主义与法条主

义争论的硝烟。 波斯纳教授颇有见地的指出:“如
果把足够的强调放在审判的系统性后果上,那么法

律实用主义就同法律形式主义合二为一了冶 [23]。 波

斯纳教授提出的“系统性后果冶,对我们的启发是,
对于某一法律争议问题,需要一个历史的、整体的、
系统的眼光,不能局限于一时、一地、一案的社会效

果和处罚必要性,可能还必须考虑对我国社会主义

法治建设长期而深远的影响。
针对日本处罚无明文规定的过失犯的判例,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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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典之教授指出,“此问题本应通过立法手段来处

理,却采取解释的形式,我以为,从罪刑法定主义观

点来看,还是不能允许采取这种做法冶 [24]。 立法技

术不完善也许才是法律适用混乱的根本原因,在立

法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立法完善才是解决法律适用混

乱问题的长远对策,但是,目前我国这方面的立法研

究尚未开展。 从笔者收集有几十个国家的刑法典来

看,关于污染环境犯罪主观要件有以下几种立法模

式:淤仅明文处罚故意犯罪的立法例,如新加坡、马
来西亚等少数国家;于既处罚故意犯,同时也明文处

罚过失的污染环境罪的立法例,如德国、法国、日本

等大多数国家均采此立法例;盂在立法中未明确是

否处罚过失犯的立法例,如朝鲜、罗马尼亚、哈萨克

斯坦等少数几个国家。 比较各国污染环境刑事立

法,我国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立法需研究以下 3 个

问题:其一,是否处罚过失犯? 其二,若是处罚过失

犯,是否应明文予以规定? 其三,若是处罚过失犯,
其法定刑应如何设置? 与故意犯应有何区别?

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之立法问题,事实上也是

我国许多法定犯主观要件立法所存在的一个共性问

题。 因此,关于污染环境罪主观要件之立法研究,对
于其他法定犯主观要件立法技术完善可能也具有重

要启示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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